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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生态看生态 

——以中国当代乡村建设实践为例 

 

               潘家恩（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日益“时尚化”的生态议题绝不是少数人制造出来的末日预言，它是真实发

生在我们身边的普遍现实，也作为当代乡村建设相比历史实践所新增的内容与角

度。对于国家来说，它意味着能源紧张、环境污染、物种急剧减少；对于农民来

说，它意味着自己及后代是否有田可种（土地板结），是否有水可浇（水位下降

并污染），是否还能种的起地（种子、农资、灌溉成本增加）等问题。而对于城

市消费者来说，它意味着是否还有可能让自己和家人吃到真正健康的安全食品。 

正如汪晖（2008）所指：“生态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态问题，而是整个发

展模式的问题”。其表现出的问题和危机与现代化依靠转嫁“成本”才得以实现

的普遍逻辑与整体困境有着内在相关。因此，生态可持续既是当代乡村建设新的

工作内容与面向，更是乡村建设结合其它工作进行深入思考的重要角度。所以，

乡村建设必须讨论生态与可持续议题，但需要结合以更广阔的视野。下文将结合

笔者所参与的实际案例展开分析。 

    

1、毛驴、牛及其它 

    2005 年春天，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内部有一场非常激烈的争论，前后讨论 

半个多月，为是否要养一头毛驴。  

支持者认为：牲畜曾经在乡村扮演着重要角色，农耕的历史其实也是畜耕的

历史。由于石油农业与化学农业的到来，那些世代和农夫一起耕耘了几千年的牲

口从土地里“解脱”了出来，农业也似乎获得前所未有的大丰收。但短短的几十

年，各种蓄力牲畜（牛、毛驴、骡子等）迅速地从田野里消失，特别是在已经高

度机械化的华北平原。与之相伴，在农村掌握驾御牲畜技术的农夫也日益减少。

既然乡建学院需要发展生态农业，畜力的使用与相关反思自然是很重要的方面，

它既可为学院翻耕农地提供不依赖石油的持续动力，也不会有其它污染。又因乡

建学院是公众教育平台，一头活驴可成为当前能源与生态危机下思考另类出路的

好教材，也是探索实践“生态技术”与思考“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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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者认为：养驴是一种倒退，石油怎么会没有呢？农民都已经不养驴了，

我们这些刚刚下乡的“秀才”1是不是太“浪漫”了？想开时代倒车？如果真的

想演示毛驴在传统农耕中的角色与作用，拍成照片或录像即可。而且养驴成本很

高，如此是否过于极端，把可持续理念僵化……，它也一定会遭受外界的普遍攻

击，况且略有耳闻的村民已经在暗暗嘲笑我们“傻、落后，不求上进”了。 

双方争持不下，更多村民得知后，意料之中地表示了非常强烈的不解与反对。

最后，不得已之下由温铁军院长的妻子个人出钱认养，并对其拥有“教授”的命

名权，才平息了这场风波2。 

    从此以后，这头颇具争议的毛驴“教授”一方面勤勤恳恳地为清理校园搬砖

拉瓦，在拖拉机进不去的地方翻耕土地，更显优势的实践着生态农业所倡导的多

样化种植。另一方面，也继续成为一个饱受议论的“活教材”，很多在都市中呆

腻了的参观者，或新奇或嘲讽的观看并评说着，连同那些召回毛驴的青年志愿者

们。 

2010 年的又一个春天，我们把这头饱受争议的“毛驴教授”迎接到受其启

发并以之为名而办起的小毛驴市民农园。但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经告别畜力的北京

郊区农场里，这头毛驴更加寂寞甚至生存艰难——既因周围很难找到同类伙伴，

它的大小疾病更难获得应有的治疗。 

有过较多接触的小毛驴市民农园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都对“毛驴教授”的困境

与难处有所认识，而类似尴尬还发生在同样有着悠久农耕文明的邻国印度，从“圣

牛”到“疯牛”的例子揭示了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的普遍宿命。 

牛，在印度被认为是圣牛，是印度文化的象征，并且还有宗教的情感在里面。

“印度牛不需要与人争夺食物，而且还提供有机肥，印度村庄所需能量的三分之

二来自 8000 万头牛的牛粪燃料。然而，这个以对牛的全面利用为基础的可持续

生态系统，却在效率和发展的名义下解体”（范达娜·席瓦，2006:75）。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包括肯德基在内的跨国公司在长期以素食为主要饮

食习惯的印度进行了各种宣传3——肉食营养好，更容易让人聪明，虽然深受疯

                                                             
1 此说法引自某主流媒体批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专题节目《秀才下乡》。其中，在 21 世纪从生产角度

尝试恢复蓄力则是这批“秀才们”脱离实际的一大力证。 

2 详细讨论参见：黄志友，《毛驴的故事》，《足迹》，2008，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生态农业

工作室编（内部刊物），第 158-159 页。 

3 这种宣传既具全球性，更是现代食物体系的普遍事实：“美国农业部 3.33 亿美元（2003 年）的营养教

育预算，与食物与饮料公司的“营养教育”（广告费）相比，少得可怜，它仅是百事和可口可乐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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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病冲击的欧洲已经大大减少了肉类的使用。于是印度人的饮食习惯也逐渐发生

变化，增长的需求相应被创造出来，越来越多的资源和土地被用来种植饲料，越

来越多的“圣牛”被送进了屠宰场，而原来提供“畜力、有机肥、燃料”等多功

能的“圣牛”被简化为牛奶或牛肉生产工具。同时由于这些利用功能单一，以及

由分散到规模化的养殖方式转变，也使牛的种类和相关就业机会明显减少。类似

变化在范达娜·席瓦（2006:94）看来：“正使隐喻着生态文明的印度‘圣牛’变

成了隐喻着工业文明的‘疯牛’”。 

毛驴和牛不仅作为物质性的存在，其作为自给自足传统农耕文明的一个缩

影，同样还以特定的位置处于一整套“正向运动”参照下的“意义系统”中：慢

（低效率）、麻烦（日常需看护）、风险（生病或死亡）、低技术含量、不卫生、

落后……。总之，不符合现代农业的产业化与规模化方向，但它们无疑都只是相

对于工业文明与现代社会之坐标，如果转化为以农业文明或生态文明为坐标，很

多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除“生产/生活/生态”不应割裂对待外，象征“落后”

的毛驴和牛实际也是可持续和生态循环的象征，其带出了传统农业的重要原理—

—善于巧妙安排和利用不同生物的共生互养关系。而从物质再生产过程看，传统

农业和现代农业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主要使用人畜力、比较简陋的农具和农家

肥，属内循环。后者大量使用机械、电力、化肥、农药，属外循环4。“正是这

种外部投入，现代农业才可能大幅度提高产量和劳动生产率，但由此导致其自我

稳定功能大大降低，在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都丧失了可持续能力”（鲁静芳、左

停、苟天来，2008：17－19）。中国科学院石元春院士也因此指出（2006）：“现

代农业更加开放，开始进入了一个更大的循环系统，但其带来的结果是：高投入、

高产出、高成本和高资源环境代价”。 

无论是中国的毛驴还是印度的“圣牛”，自然都不是孤立性的存在，它们背

后是一整套的做法、文化与价值。当我们屏蔽了所有的这些，在承载它们的生活

方式、社会基础与认识坐标不复存在的条件下，抽象意义上的毛驴和牛——除食

                                                                                                                                                                               
公司（12 亿美元）的 27.8%，是八家食物集团（66 亿美元）的 5%。消费者被谁教育，被谁洗脑，一目

了然”（周立，2010：45）。 

4 如文佳筠（2011：40）所述：“大规模单一化种植使得大部分食品需要长途运输才能到达终端市场。 2001

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中西部地区的食品，从农地到餐桌，平均经过 1518 英里（2429 公里）的长

途跋涉。同时随着产业链的加长，消费者支付的食品费用更多的用于运输费、包装费、人力费和销售

产品所需的各种投入，农业生产者得到的比例不断降低，面临‘不扩产，就出局’的选择。依靠大型

农业机械和化肥农药、长途运输，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得美国农业是世界上耗能最高的农业。

每生产 1 卡路里的食品，就需要投入 10 卡路里的化石燃料。这种所谓的现代农业，其实是利用土地把

化石能源转化成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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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价值外，就像动物园里的其它动物一样，只具备有物种或某些怀旧价值，当再

度被强行拉入我们的眼前，自然显示出浑身上下的不协调。 

与拖拉机取代耕畜同时出现的，还有化肥、良种、农药、除草剂、大规模单

一种植等，它们都被归类于一个很好听的变革——“绿色革命”。然而“绿色革

命”其实并不绿，也没有真正解决粮食生产问题5，其高产的定义仅基于狭隘的

效益观与严格的排他性。全面采用依赖石油的“绿色革命”不仅直接参与着全球

气候的变化，它更以胜利者的姿态与优越感，深刻的摧毁着大部分农业人口相对

“低碳”的传统生活方式，并实际联系着十分重要的经济利益与“冷战”政治脉

络（J．托德，1983：106；乐钢，2000：228-229；马格林，2001：280；徐国伟，

2003:34-39；范达娜·席瓦，2006:9；阿图罗•埃斯科瓦尔，2011：184-185）。 

正是在“丰收”的名义下，始终由发达国家操控着的“绿色革命”一方面在

那些渴盼着与世界接轨的广大前殖民地或发展中国家所向披靡，并深刻的影响着

这些国家的种植结构与耕种模式——“绿色革命”影响下使用农药化肥正成为当

下农民理所当然的新常识。让农民重新相信不用农药化肥也可以种出东西，已经

日益困难。另一方面，数十年来与“绿色革命”所衍生相关投入品和产出品的加

工、贸易、技术、宣传媒介等产业资本已经在这种生产方式之中形成了复杂的利

益关系，不可避免地对其后的发展与制度变迁形成一定的路径依赖，各种利益集

团及其代表都不大可能为生态文明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让出眼前利益（温铁军，

董筱丹，石嫣，2010）。 

所以，只有将毛驴和牛置于历史性脉络与结合起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整体性视

野下，才能准确的加以理解。与其说仅是毛驴和牛们的尴尬，不如说是我们自己

的实际处境，更是当代社会文化脉络下恢复传统农耕及尝试更为根本的去思考与

乡建实践所面对的深层困境。 

 

2、农民的选择？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农民的选择却不断减少。但越来越多人仍然坚持认为“绿

色革命”与化学农业的“胜利”是农民自己的意愿和选择，正是他们“用脚投票”

的结果。否则，当初毛驴之争中，为何是与毛驴最有感情的农民会成为最大的反

                                                             
5 恰恰相反，正如 E.F. 舒马赫在《小的是美好的》（1985：1）全书第一句话所提出的重要命题：“我们

时代最重大的错误之一是相信‘生产问题’已经解决。”至于作者为何这么认为，全书有深入浅出的

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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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力量？ 

然而这种农民“自动”淘汰毛驴的说法首先抽离了中国上世纪 50 年代国家

工业化这一重要的历史背景，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限制下，让小农放

弃灵活的牲畜而自动选择农机无疑非常困难，但因朝鲜战争与“国防需要”，在

接手苏联援助全套重工业生产线的特殊条件下，利用农业合作化自上而下进行农

机化推广，本身就和统购统销及人民合作社体制一样，都是特殊时期的“国家战

略需要”6。同时，人民公社这一特殊体制依靠组织的力量，也代为承担了新技

术推广应用中的较大风险，改变了传统小农面对新技术时的谨慎与保守7，使得

“许多新的农业技术通过人民公社的一次次会议引进了自然村落”（张乐天，

2005：232）。 

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举办的农业交流会上，全国各地的老农回忆了农药、

化肥的推广过程：最初老百姓是排斥这些东西的，它们刺鼻的气味使农民觉得这

些是对生命有害（后来事实证明正是如此），然而政府强行把这些东西“扔”到

农民的土地上，因为只有这些代表着“进步”与农业“现代化”。在当前的新条

件下，虽然很多农民也意识到农药化肥本身的问题，但农民依然选择它们，因为

他们有着更精确的计算：如果减少化学投入，则不仅需花费更多时间和劳力，而

且还需更多的现金成本8，在当前更大外部环境与参照坐标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

实践有机农耕反而对农民来说意味着高风险9、低回报和低竞争力10。 

这种整体的悖论性困境11，不仅存在于中国。在印度学者帕沙•查特吉（2007：

196）看来：“过去三十年中，随着国家作用的深化，全球范围内后殖民国家中政

府技术的不断传播意味着政府对于农业群体而言不再是一个外部的个体。负责教

育、健康服务、食品、道路、水电、农业技术、紧急救援和其他各种福利服务的

                                                             
6 详见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2009）中的相关分析。 

7 正是这种独特脉络与强势体制才可能改变东亚小农的某种“风险厌恶”，因为“如果‘最高和最稳定’这

对目标发生冲突，那么，处于生存边缘的农民通常要选择低风险的作物与技术”（詹姆斯·C.斯科特，

2001：24）。     

8 我们原来认为对农民来说转向有机耕作会是低成本的，但是农民培训中农户们自己做的经济分析却让我

们看到：对于不少农民而言其实是高成本的，因为传统的家庭循环经济已经被破坏，很多家庭已不再

养殖，所以大部分有机肥都要到外面购买，成本自然高昂。故乡建工作不仅探讨单一技术的研发与推

广，更应着眼于中国小农式家庭循环经济重建，才可降低有机耕作“转型期”的成本。 

9 当缺乏有效办法把分散的有机耕作者和新生的有机食品市场联系起来时，采用有机农耕对农民来说意味

着要冒更大的风险。 
10 如杨帅和温铁军（2008）所指：“随着近年来农民打工收入占比提高到绝对比重以上，原来因劳动力大

量剩余而极度压低的农业劳动力价格，得以相对照于外出打工者的工资而显化，进而导致农业生产中

劳动力投入的机会成本上升，以致越多使用劳动力的有机农业就越缺乏市场竞争优势”。 

11 这种困境也可总结为：（产前）资本垄断/技术异化、（产中）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产后）食品安全危

机。 

http://www.360buy.com/writer/%EF%BC%88%E7%BE%8E%EF%BC%89%E8%A9%B9%E5%A7%86%E6%96%AF%C2%B7C.%E6%96%AF%E7%A7%91%E7%89%B9_1.html
http://www.360buy.com/writer/%EF%BC%88%E7%BE%8E%EF%BC%89%E8%A9%B9%E5%A7%86%E6%96%AF%C2%B7C.%E6%96%AF%E7%A7%91%E7%89%B9_1.html
http://www.360buy.com/writer/%EF%BC%88%E7%BE%8E%EF%BC%89%E8%A9%B9%E5%A7%86%E6%96%AF%C2%B7C.%E6%96%AF%E7%A7%91%E7%89%B9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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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机构已经深入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是，它不是一般的渗透，其更

结合着价值、观点等文化要素而表现出某种强势的霸权性（Hegemony）力量。正

如研究者所指，石油农业的主导性力量体现在——“虽然全球范围内绝对意义上

的机械化、石油化和化学化农业可能只有 3%，但这种数量上的少数却可以成为

全球范式，成为包括中国在内诸多后发国家模仿的对象12”（周立，2010：25）。

因此，农业改革并不是出于农业自身的意愿，对于现代农业技术革命的需求，而

更多是出自资本的需求，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现代农业的秘密就是用资本取

代土地和劳动力”（吕新雨，2008：127）。 

面对生产要素市场化、人才城市化和资本全球化的多重压力，以家庭为单位

的小农经济体前途不明（何慧丽、古学斌等，2009：5）。我们自然不应“归罪”

于中国农民采取不适当的农业生产方式，而更需体认“两害相交取其轻”下农民

的无奈13。况且这些选择显然不发生于孤立状态下，它们多重受制于主流的文化、

社会与经济结构。    

首先，在全面都市化浪潮影响与参照下，农耕渐渐剥离了原来丰富存在的生

活方式功能与意涵14，而窄化为纯粹的物质生产。在这样的脉络与背景下，农村

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分裂——它为我们提供基本的食物来源，但城市才能满足我们

“欲望化”的需要；它可能是我们生产的地方，但却不是我们期待着的生活乐土；

它是将来不再年轻力壮者和竞争失败者们不得不回来的归宿，但城市才是他们年

轻时的向往；它可能是我们的“童年”和“老年”15，但城市才是我们的“青年”。

总之，曾经高度统一的生产和生活、生产和消费都不同程度地分离并分裂着。“身

土不二”16似乎成为高速发展进程中不乏浪漫但却略显奢侈和无实际可能的生活

状态17。这些都不同程度的导致农民的整体性认同危机，由之引起他们对于自己

                                                             
12 如此才能理解，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农场式石油农业何以用本国纳税人的钱去补贴其销往全球的农产品。

如此“低成本”的在全球范围对传统自足与本土农业稳态结构的打破，为外部资本的介入与主导全面

扫清障碍，无疑是非常合算的“投资”。 
13 如有实践者在日常接触中听到了农民自己说出的困惑：“我祖祖辈辈靠耕种生存，靠耕种生活，为什么

今天我就不懂得种田了？因为我再怎么种生活好像都没有得到改变，再怎么种都依然是很穷的”（何慧

丽、古学斌等，2009：7）。  
14 无论中国平民的“男耕女织”，或是中国读书人的“晴耕雨读”、“耕读传家”，还是民间广泛存在的秧歌、

农耕节日等乡村文化生活，都表明农耕生产从来都与生活、娱乐、审美、传承、社区精神分不开。从

这个意义上说，21 世纪日本实践者塩见直纪所提出“半农半 X”（2006）某方面的意涵一直存在于传

统中国农耕社会中，但塩见直纪还赋予“半农半 X”更多字面以外的当代意义，详细请参考原著。 

15 中国城市和与之相应的现代社会保障体系，自然无法为这么多的人口提供养老保障。 

16 日本和韩国这样与中国有着共同小农经济传统的邻国，都在与快速城市化浪潮相伴的社会运动中喊出这

个意味深长的“口号”与原则，无疑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17 在如此情况下，如果用一种“外来”角度和浪漫化的说法去让“本土/乡土”人坚守“原生态”与“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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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技能和乡村文化信心上的丧失，对于乡村前途的迷惘与失落都是可以理解

的。 

其次，传统生态技术作为某种意义上的“技艺”，其存在于各种关系网络中，

同时嵌入在广泛的社群、宗教与知识论的领域和语境中（马格林，2001：308；

丹尼尔•A•科尔曼，2006：20-21）。但伴随着农业商业化的出现，由于失去了与

社区和熟悉语境的整体性关联，农民所知变的越来越零碎，“农民的知识被吸纳

到一个更强大、更理性化的话语里，受到关于新技术和新目标的资讯和规劝之框

限”，同时被编入一张由狭义的技术性资讯所织成的天衣无缝大网，当中农民“已

知的”、“不太清楚”和“不懂得”的界限越益模糊。“乡土社群自身的知识论结

构因此而被视为落伍，这与分割了的技术和环境，以及社会和经济分层的知识刚

好相符，它强化了乡村地区的不平等和支配性的结构”（阿柏杜雷，2001：209、

215-216、234）。  

由此可见，借农民选择之名进一步边缘农民，并将复杂脉络简化和单一化，

既造成身处现代化进程的农民们从“被代言”到“失语”这一基本现实，更使得

乡村建设这样尝试在主流中突围的“另类”实践空间有限。 

 

3、生态建筑的“力”与“困” 

自 2004 年始，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一直在尝试大众的、从生产领域开始的、

农民可以参与的生态实践，也可说是一种从源头开始的可持续生产与生活。在台

湾建筑师谢英俊18的推动下，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 2005 年成立了生态建筑工作

室。所试验推广的乡村生态建筑正是基于农民广泛的基本需求与可持续发展这一

基本原则。一方面，因地制宜的使用可回收再利用或农民可自己生产或就地取材

19的建筑材料，如木、草、土，减少建筑垃圾及加工、运输过程中的能源消耗，

同时因这些材料（木、草等）使用之前都需生长，其过程本身就因吸收二氧化碳

而对环境有利。另一方面，发挥这些天然建筑材料的优势，结合各地传统智慧与

                                                                                                                                                                               
园之美”，并进一步“审美化”而抽离生计与生态的角度，且不说单纯从“文化”角度出发去改变“文

化”是否有效，这种由“自我”出发以想象“他者”的要求，难道不正是当前城乡分割与定型化偏见

的文化土壤？而现实中城市与乡村、生产与生活的分离与割裂，几乎很少受到质疑。 

18 关于谢英俊建筑师及其观念与工作，详见其工作室网站： 

http://www.atelier-3.com/mediawiki/index.php/Main_Page，2012 年 2 月 5 日浏览。 

19 我们不应忽略目前以消费为导向的流通模式正在强有力地推动农民不计生态成本的开掘资源，以利于资

源的自由流动并形成所谓市场意义上的最优配置，而非考虑本地的实际需要。虽然它在一定范围内增

加了效率，但却也在生态意义上增加了成本。这些流通环节也如不持续的生产方式一样大大增加了能

源消耗。生态建筑的就地取材既希望减少由此导致的能耗，同时也确保各资源在本地的合理流动。 

http://www.atelier-3.com/mediawiki/index.php/Main_Page，2012年2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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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建筑科学，真正盖出居住舒适的房子，比如采用保温的草土墙体、高效节能

炕等。在这一过程中，还将建筑知识平民化、使用简单工具与技术，以便于普通

农民的学习和掌握，以此形成在地化的自主营建体系，使之成为当地社区生态建

筑的建造者和推广者。立足这些基础，进一步发育出“在地”能够独立发展与自

我服务的合作组织，有效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参与协作｡  

除便宜外，房子的结构功能还需能够满足村民的生活生产需求。因地制宜，

就地取材，农村所能找到的一切资源都可能用来建造房子。谢英俊曾说道：“没

木头，用石头；没石头，用泥土；没泥土，那就竹子；竹子也没，秸秆你总有吧”

（转引自王雯婷，2012）。这是生态建筑的材料观。其所经常采用的另一类“轻

钢”材料抗震性好，但造价高昂。谢英俊通过 10 年试验简化了该结构，使其变

得可预置、开放性、组装简易、空间灵活，所有衔接处均采用螺栓固定，让村民

不请专业施工队也能够把房子盖起。正是完全不设门槛的建房技术，材料充分本

地化后可降低的成本支出，让生态建筑与其他农房相比具有独特的优势20。 

但其推广却在现实中“遭遇”到许多阻力与困难，笔者认为首先是来自于以

现代都市美学为导向的特定“意义系统”。面对已经被强势传媒和房地产广告深

刻影响过的村民，无论是河北定州翟城村还是河南兰考贺村，生态建筑都不同程

度面对着理念与文化层面上的挑战。一篇题为《兰考合作建设生态房的理想与现

实》的通讯，生动记录了当地农民对待生态房的两极化态度：“有人觉得加入合

作社协助盖房的方法不错，有人觉得问题多多——已经参与盖房刘建忠妻子门凤

枝指着对门邻居家贴着花花绿绿瓷砖的小楼一脸的羡慕，盖个房子不就是图气魄

漂亮吗？这房子像个啥？将来娃子相媳妇都难”21。这个理由和河北定州翟城村

某户准备推广的村民如出一辙，虽然她担心因此娶不上媳妇的儿子当时还只在上

小学。原因为何？她们同样都认为这个房子用的材料太“土”，虽然她也承认土

墙冬暖夏凉。可见“土”的担心不是来自实用角度，也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

是在现代和城市双重坐标参照下，大众传媒参与重构后反观的产物。      

除此以外，生态建筑工作室于 2004 年暑期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修建的尿

粪分离式生态厕所在推广中同样遭遇“责难”。之所以选择厕所作为乡村生态建

                                                             
20 参考自：王雯婷，“谢英俊的乡村住宅产业之路”，2012，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a3038，查阅时间： 2012/01/03。 

21 详见：朱长振，2007，《兰考合作建设生态房的理想与现实》，

http://www.snzg.cn/article/2007/0630/article_6403.html，2012 年 5 月 8 日浏览。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a3038
http://www.snzg.cn/article/2007/0630/article_6403.html，2012年5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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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的切入点，因为它是一个十分关键但却常被忽略的世界性议题22——农村中的

人畜粪便本是生态农业中的重要肥料，但当前我国肥料投入中只有约 35%来自有

机肥（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生态农业工作室，2009：25）。即使我们

无需将其转化为肥料，只要未进行一定处理，这些人畜粪便不仅会造成农村居住

环境的脏、乱、差，并已日益成为病菌传播、影响农村生活质量的重要原因23。

但我们是否有条件在农村地区全面推广“卫生的”抽水马桶呢？且不说它将损失

大量有机肥料，仅使用大量水24这一高耗能处理前提就让很多缺水的农村地区没

有推广的任何可能性。 

正是基于这一两难困境，乡建学院修建了尿粪分离式生态厕所并进行了推

广。该厕所严格实行尿粪分离，既确保粪便干燥而减少臭味，加草木灰等无害化

处理后可直接还田，节水与改进卫生条件两不误。厕所建设则充分利用本地可回

收的生态建筑材料（草、土、柳条），相比砖及水泥的制造过程所要消耗能源并

释放大量二氧化碳来说，这些来自本土的天然材料在生产过程中能够固定二氧化

碳25。通过“减量化——只处理必须处理的粪便；无害化——处理掉污染环境与

危害人体健康的有害病菌；资源化——自然能源与粪肥的循环应用，减少化肥的

施用量；节水——少用或几乎不用水（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生态农业

工作室，2009：29）”，小小一个生态厕所，多角度的体现了生态可持续理念。 

然而很多人却认为这样的工作无足轻重，甚至有长期参与社会运动的朋友在

网上称这一举动是对翟城的“文化侵略”，其他响应者干脆建议将晏阳初乡村建

设学院更名为“晏阳初乡村厕所学院”（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生态农

业工作室，2009：57）。 

这种不屑与污名化所体现的日常生活盲点，恰好说明主流社会的影响已不受

觉察的渗透进以“反主流”为目标和旨趣的主流社会运动中：既因其在物质层面

上不带任何反思的接受“马桶”这一包含着复杂文化经济生态脉络的“产品”，

                                                             
22 据研究显示，目前世界上总计约 40%的人没有厕所（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生态农业工作室，

2009：14）。 

23 “从集中的水冲式收集系统的下水道中排出的污染物是全世界水污染的主要组成部分，目前世界上只有

约 3 亿人的污水在排入水体前经过了末端二级处理。污染物通过下水道、化粪池、坑式厕所、污水池

等渗入地下水”（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生态农业工作室，2009：15 ）。 

24 “它需要 30 倍以上的水冲洗少量的尿和更少的粪，粪、水混合后，使需要处理的粪污大量增加。同时

据初步估计，冲厕用水占日常生活使用总水量的 35%之多”（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生态农业

工作室，2009：导言 1、正文 14）。 

25 不仅不污染环境，按照《京都议定书》要求，将来向大气中超量排放二氧化碳是要付费的，而这种相反

做法将可以得到生态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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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由于其准备通过“反抗”所努力争取美好生活的主流“想象”——只是以都市

化和西方化为参照并以中产阶级趣味为导向，而马桶“崇拜”背后对现代“洁净”

观念的不言自明则是其合理延伸。正是这种看似“就厕所论厕所”的“去脉络”

处理和来自主流文化的定见，遮蔽了乡土社会及各种来自生态等限制的因素，强

化了我们对“三农”的“偏见”，进一步影响了农民对“好生活”的标准与定义。   

除以上来自一般公众文化观念的“偏见/定见”外，这些“另类”实践还直

接“遭遇”着更多利益上的挑战与政治经济因素的其它影响。比如强调农民在建

材、技术开发等方面需“自主、独立”的生态建筑一开始就面对来自各利益相关

方或大或小的阻力，其中包括：建筑材料供应商、“城市中心”的建筑知识生产

者、追求“样板化/小区化”农村建筑规划部门……，迫使生态建筑最后在河北

终止26的主要原因则是其被指认为“非法建筑”的“审批权”与“专业资质”27。

专业主义下的类似门槛作为一种商品化及“去社区信任”产物，符合已有的固化

利益结构，排斥着成为潜在技术开发者与改进者（土发明，工匠）的可能存在，

维护和继续着技术的日益垄断与神秘化，更压缩了“另类”与弱势群体进行创造

性实践的有限空间。 

 

4、小结 

通过以当代中国乡村建设实践为案例所进行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分析，笔

者认为：面对当代社会，“生态/可持续”一方面作为乡村建设的主要工作内容、

重要特征与全新视角，内在体现着乡村建设的基本思想与原则。另一方面，生

态问题不仅是生态自身的问题，我们既不可在不处理整体脉络情况下抽象的谈

生态或可持续，也不可能仅在技术层面上孤立的进行相关实践。 

乡村建设推动的生态实践绝不仅是拘于“二元对立”陷阱下的简单回归，

而是批判中的新建构。乡村建设在进行与生态相关实践中所出现的困境，也需

回到具体而又复杂的历史脉络中，重新连接文化、政治、经济等纬度，在社区

与共同价值日趋瓦解的今天，重建可体现乡村及广大民众脉络之“生态/可持续”

的在地化载体、条件与主体性。 

                                                             
26 2007 年 5 月 15 日，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被迫关闭，其理由之一即是学院内的这组在国际建筑节获过奖

的中国大陆当代第一组乡村生态建筑群是“非法建筑”。 

27 其与门槛很高的有机认证一样，无疑是典型的主流标准与话语系统对来自底层和无权者“另类”实践的

排斥与空间剥夺，并以此巩固权利与资本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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